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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关于管子研究之述论

梁家贵
（阜阳师范学院，安徽 阜阳 ２３６０４１）

摘　　　要：梁启超的管子研究集中体现在《管子传》一书上。他试图通过采用西方近代政治、法律、经济
等理论来发掘与阐发管子思想，在当时具有相当的开创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有关梁启超撰写《管子传》的

起始时间、缘由、内容及其评价等方面，学术界作了一定的探讨，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最后就如何深化包括梁

启超管子研究在内的管子研究提出了两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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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子，字仲，名夷吾，我国先秦时期著名的政治
家、军事家、经济学家、哲学家。多年来，有关管子的

研究持续不断，其中清代是一个重要阶段，“清代研究

《管子》历朝最多，考证最见功力”，［１］４而梁启超又是

该阶段的代表人物，有学者甚至认为“梁启超就是最

早以一个政治家兼学者的眼光来看待管子和研究《管

子》的”。［２］４据笔者目力所及，学术界有关梁启超管子

研究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故拟就该研究及其研究现

状作一简要梳理，并提两点建议，为进一步管子研究、

梁启超研究提供参考。

一、研究起始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

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

他对管子的研究集中体现在《管子传》一书上。梁氏

自称，《管子传》一书，“始于宣统纪元（１９０９）三月朔，
旬有六日成”。［３］自序然而，梁氏的这句告白似乎并不

准确。尽管梁氏是国学大师，但不可能挥笔而就，在

没有任何研究基础的前提下用短短十余日就完成了

这部书。

１９０３年２月１１日、２６日，《新民丛报》第２５号、
２６号在新年大附录征文栏目中连载一篇题为《管子
传》的文章。该文作者署名“广东省城卫道街尚同寄

庐汤学智”，全文共计１１０００余字，共６部分，分别为
“发端”、“管子之时代及其位置”、“管子之出现及其

时齐国之形势”、“管子之爱国心及其返国”、“管子之

初政”、“管子之内治”等几部分。这篇文章被不少学

者认为是梁氏所作。例如翟建宏认为“梁启超……他

于１９０９年著《管子传》一书，此书前半部分于１９０３年

２月１１日发表于《新民丛报》”。［２］４日本学者森时彦
先生则认为该文乃梁氏“自导自演”，“所以，不可排

除这样一种可能性……本身就是梁启超为了彰扬实

践国民国家的典型管子而自导自演的”。［４］２４１

王学斌通过对前后《管子传》的对比，以及梁氏

曾使用过的笔名、写作动机等方面的分析，认为１９０３
年的《管子传》并非梁氏一人所作，“而是梁同投稿人

汤学智的‘合著作品’。这篇《管子传》较之于 １９０９
年的《管子传》，无论在篇幅字数，还是思想内容上，

皆逊色不少。但它是梁启超将管子纳入其学术视野

的肇始，也堪称他管子研究的处女作，更乃之后１９０９
年《管子传》一书的雏形”。［５］笔者认为，这个观点具

有很强的说服力。

二、研究缘由

晚清士人、官员关注管子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基

于挽救民族危机的考虑。他们将《管子》作为救世的

良方，渴望从中获取救国救民的东西。薛福成，我国

近代早期维新思想家、散文家、外交家，曾出使四国，

认为：“《管子》一书，以富国强兵为宗旨。”他将西方

的政治制度与《管子》的思想作了对比，得出结论：

“余观泰西各邦治国之法，或暗合《管子》之旨，则其

擅强盛之势亦较多。《管子》云：‘量民力，则无不成。

不强民以其所恶，则诈伪不生不欺，其民则下欺其

上。’西方所设上、下议院，颇得此意。”［６］１４０—１４１所以，

他们主张：“居今日而求振兴，惟《管子》一书最切当

世之用。”［７］７梁启超生活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其研究

管子的缘由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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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细致分析了梁氏作《管子传》的心路历程及其

背后蕴涵的深意，认为以此可以理解“在清末民初社

会大变局的时代，爱国志士以怎样的方式为挽救民族

危亡而进行的抗争和探索，及管子思想在那一时期所

放射的迷人魅力”。［８］

不过，梁启超尽管“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

言”，［９］３５６但成年后积极参与变法维新活动，曾主北京

《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

笔政，后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大力鼓吹西方文

化。戊戌变法失败后，梁氏流亡日本，在这期间先后

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

同时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可以说，梁氏早年

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宣传西方文化和推动维新变法上，

并未涉及管子研究。王学斌查阅了自梁氏流亡日本

至１９０３年之间的相关文章，认为这期间“实际上梁对
管子的关注并不多，评价也不高，更无专文或大段议

论管子的文字出现”。［５］是什么原因导致梁氏将目光

转移到国学上，尤其是管子研究上？

实际上，梁启超开始关注管子研究除与时代背景

有密切关联外，还有一个动因，那就是他已逐渐认识

到，要实现变法维新、救亡图存的愿望，仅靠西方社会

政治学说是不够的，还需要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

华。他曾指出：“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

胞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１０］

管仲所处时代背景与晚清很相似，“强邻环列，虎视鹰

瞵”，而《管子》一书内容极其丰富，涉及政治、法制、

经济、教育、军事以及科技等方面，实用性强，因而引

起梁氏的高度重视。到了１９１８年，梁启超重视中国
传统文化的观念更加强烈。这一年，他赴欧洲考察，

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

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① 然而，梁

氏并非陷入文化保守主义阵营中，这只不过是他的一

贯立场，就是努力将中西文化融合在一起，“所谓新民

者，必非如心醉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

术、风俗，以求伍于他人”，［１１］７—８而应该是“淬厉其所

本有而新之”、“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拿西洋的文

明，来扩充我们的文明，又拿我们的文明去补助西洋

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为一种新文明”。［１２］３５也正是

基于如此考虑，他在研究管子时，采用西方的政治、经

济理论方法，企图挖掘其中的精华，实现中西文化融

合。

三、研究内容及评价

在梁启超看来，管子乃“中国之最大政治家，而亦

学术思想界一巨子也”，［３］１同时《管子》一书内容博大

精深，很有必要予以研究。在梁氏之前为管仲做传的

只有《史记·管晏列传》一篇，因此，梁氏著成《管子

传》，被称为“近代中国学术界用新思维研究管子的

第一部著作”，［１３］２—５全书６万余字，共分为１３章，除
叙论外，分别论及管子的时代及位置、微时及齐国前

此之形势、爱国心及其返国、初政、法治主义、官僚政

治、官制、内政之条目、教育、经济政策、外交和军政，

而“以发明管子政术为主，其他杂事不备载”，尤其

“以法治主义及经济政策为两大纲领，故论之特详”。

王学斌认为，梁启超对管子法治和经济思想进行了全

新解读，一方传播了西方新近的政治、经济理论，另一

方也开掘了传统政治、经济学说中的宝贵精华，同时，

又对《管子》一书的辨伪与考证做了探究。“在梁氏

的一番诊释下，管子俨然已成为中国宪政精神之化身

与国民经济理论之鼻祖”。［１４］

应该说，学术界有关《管子》的研究在不断深入，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解读、研判了《管子》的学术价值，

同时也阐释了梁启超对于管子思想某一个方面的研

究。② 但整体而言，学术界对于梁启超《管子传》及其

管子研究的评价是褒贬不一的。大多数学者高度评

价了梁氏的管子研究。王学斌认为，在晚清民国时期

的管子研究领域，学者们各抒己见，其中尤以梁启超

开拓甚广，创获亦颇大，“成为后人继续探索的基

石”，体现在：一是堪称近代学人融汇中西学术的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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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梁启超的有关思想，可参见《梁启超游记———欧游心影录·新大陆游记》（北京：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６年），以及《饮冰室合集·专集之
二十三》第７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

例如，汲广林：《〈管子〉道法思想研究》，复旦大学 ２０１１年博士学位论文；尹清忠：《〈管子〉研究》，曲阜师范大学２００９博士学位论
文；万英敏：《〈管子〉管理哲学思想研究》，华东师范大学２００８年博士学位论文；郭丽：《〈管子〉文献学研究》，浙江大学２００７年博士学位论
文；汤曾：《〈管子〉经济伦理思想》，东南大学２００７年博士学位论文；翟建宏：《管子经济思想研究》，郑州大学２００５年博士学位论文；周俊
敏：《〈管子〉经济伦理思想研究》，湖南师范大学２００３年博士学位论文；池万兴：《〈管子〉研究》，西北师范大学２００３年博士学位论文。以及
如：司伟：《〈管子〉礼学思想研究》，河北大学２０１１年硕士学位论文；齐国强：《〈管子〉教育思想研究》，兰州大学２０１１年硕士学位论文；张晓
华：《〈管子〉天道思想研究》，河南大学 ２０１１年硕士学位论文；匡媛：《〈管子〉人才思想管窥》，首都师范大学２０１１年硕士学位论文；郭太成：
《试论〈管子〉农家思想的文学表述》，广西民族大学２０１１年硕士学位论文；吴振晖：《试论〈管子〉的立法思想及其现实意义》，江苏大学
２０１１年硕士学位论文；蒋琴：《〈管子〉商业伦理思想研究》，曲阜师范大学２０１０年硕士学位论文；黄娇：《〈管子〉经济伦理思想及其意义》，
河北大学２０１０年硕士学位论文；李修贵：《〈管子〉历史思想述论》，安徽大学２０１０年硕士学位论文；耿德良：《〈管子〉生态环境思想研究》，
山东大学２０１０年硕士学位论文；李辉：《〈管子〉市场思想研究》，扬州大学２００９年硕士学位论文；邹建平：《〈管子〉政治伦理思想研究》，重
庆师范大学２００９年硕士学位论文；张琳琳：《试论〈管子〉行政伦理思想及其现实意义》，黑龙江大学２００９年硕士学位论文，等等。



 
 
 
 
 
 
 
 
 
 
 
 
 
 
 
 
 
 
 
 
 
 
 
 
 
 
 
 
 
 
 
 
 
 
 
 
 
 
 
 
 

 

型，成为一种全新的尝试，预示研究新范式的降临；二

是体现出他试图从思想史角度诠释管子的努力；三是

将管子写入了法家之谱系，从而在学术界产生了深刻

影响。［１４］

当然，也有学者指出了梁启超管子研究的不足。

有学者认为：“梁启超先生创新之举令人钦佩，深刻分

析发人深省，然美中不足的是部分内容似有牵强附会

之嫌。”［１］８王学斌也指出了梁启超管子研究存在的缺

陷：尽管梁启超大量采用西方近代政治、法律、经济等

理论来发掘与阐发管子思想，但此种方式不免失之牵

强；借用思想史研究视角，而忽略篇章考证，致使许多

观点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体现出过渡性的特点。［１４］

也有学者认为，《管子传》一书“引文几乎占据全

文的三分之一到一半之多”。而“剩下的就是大发议

论了”，梁启超就是用这种夹叙夹议的方法表现其政

治倾向性。［１５］因此，有学者认为，“略看一下《管子传》

的‘目次’，我们就不难看出它基本违背了梁启超本

人的做传宗旨。在‘书’与‘人’之间，他惟‘书’是瞻，

目中无‘人’”。因此，梁启超将《管子传》写成了管子

学案，大量材料的堆砌淹没了传主的个性。同司马迁

点铁成金的几桩轶事比起来，满目的材料却不能将人

物写得鲜活、生动，因此“梁启超的传记作品只能‘动

人’，却不能够‘留人’”。［１６］１８１

四、其他研究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关《管子》的成书时间、作

者、主要内容等争议较大，因而吸引很多学者投入到

该书的考证与辨伪上。因“前此为管子传者，惟《史

记》一篇。然史记别裁之书也，其所叙述，往往不依常

格；又以幽愤不得志，常借古人一言一事以寄托其孤

怨”。这样的话，梁启超要为管子做传，仅“故徒读

《史记·管子》，必不足以见管子之真面目，一欲求真

面目，必于《管子》”。［３］２—３然而《管子》一书存在讹误

多、索解难等问题，夙称难读。梁启超就指出：

古书文义奥赜，领解非易。《管子》一

书，传世更少善本，讹夺百出，前此几成废

书。明吴郡赵氏据宋本校正千百余条，即今

浙江局本是也，然不能句读者，尚往往而有。

古今注家益复寥寥。今所传房玄龄注，或云

出尹知章，其讹谬穿凿，《黄氏日抄》纠之极

多，盖《管子》之难读久矣。［３］例言

既然如此，就不得不对《管子》这本书加以考证。

他说：

《管子》一书，后儒多谓战国时人依托

之言，非管子自作。虽然，若《牧民》、《山

高》、《乘马》、《轻重》、《九府》，则史公固称

焉，谓其著书世多有之，是固未尝以为伪也。

（《管子》书中有记管子卒后事者，且有《管

子》解若干篇，其非尽出管子手撰，无可疑

者，度其中十之六七为原文，十之三四为后

人增益。此则《墨子》亦有然，不独《管子》

矣！）且即非自作，而自彼卒后，齐国遵其政

者数百年（亦见《史记》本传）。然则虽当时

稷下先生所讨论所记载，其亦必衍《管子·

绪论》已耳。吾今故据《管子》以传管子，以

今日之人之眼光观察管子，以世界之人之眼

光观察管子。［３］２—３

到了１９２２年，梁氏认为《管子》，“以思想系统
论，其大部分必为战国末叶作品无疑”。［１７］１８１９２６年他
又说：“其中一小部分当为春秋末年传说，其大部分则

战国至汉初递为增益，一种无系统之类书而已。”［１８］２０

次年，他在燕京大学讲古书辨伪，每以《管子》为伪书

之代表，斥之“为无名氏的丛钞”，“为战国末年著

作”。［１９］１６据此，有学者认为，梁氏的管子研究到了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了学术转向，基本上放弃了上述

观点，有关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２０］９也有学

者认为，梁启超晚年保留了过去对管仲思想的一些看

法，但“已侧重于《管子》一书的辨伪与考证”。［２１］

五、两点建议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梁启超的管子研究尚未引起

足够的重视，其管子研究之研究尚很薄弱。为进一步

深化管子研究以及梁启超研究，笔者认为应着重开展

以下两项研究工作。

（一）要加强管子的学术史研究

所谓学术史，就是“直面已有（已存在）的哲学

家、思想家、学问家、科学家、宗教家、文学家、史学家、

经济学家等的已有的学说和方法系统，并借其文本和

成果，通过考镜源流、分源别派，历史地呈现其学术延

续的血脉和趋势。这便是中国学术史”。［２２］５—６所谓管

子研究的学术史，就是综合条贯地介绍各时期有关管

子研究领域的学术成就，阐述其基本脉络及风气流

变，论述其历史特征。近年来，管子研究领域不断拓

展，研究成果不断产生，尤其是一年一度的安徽省颍

上管子学术研讨会的召开，更是有力地推动了该领域

研究。但是，有关管子研究主要围绕“《管子》在国学

中的地位、《管子》的‘礼、法思想’、《管子》的‘孝文

化’、《管子》有关边疆、资源与环境等的思想、《管子》

有关珍惜人力并重视人才的思想”等领域展开，［２３］较

少涉及管子的学术史研究。

李霞的《本世纪以来管子研究简介》一文，将２０
世纪初至９０年代管子研究划分为五个阶段，归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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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阶段不同情形的特点，简要介绍了《管子》研究

的学术成就及主要观点，是一项不多见的管子研究学

术史方面的成果。［２４］但是，该文内容稍嫌单薄，时间

跨度也一再上下延伸。要加强管子的学术史研究，展

示其学术成就，梳理其发展脉络，研判其薄弱环节，唯

有如此，才能进一步深化包括梁启超管子研究在内的

管子研究。

（二）注重管子的现实意义研究

《管子》一书虽历千年仍具有很强的现实价值，

包括梁启超在内的晚清士人之所以热衷于管子研究

主要基于此。要深化管子研究，就要利用先进的、科

学的研究方法，多角度、深层次、全方位地挖掘管子思

想的精华，为现实所用，从而使其永葆可持续发展的

生命力。梁启超等晚清士人的管子研究明显体现出

这一点。他们的管子研究不仅具有强烈的民族危机

感和与时俱进的精神，而且反映了融合中西先进文化

的意识。例如，梁启超就是以西方法治主义、西方经

济学、金融学、财政学概念等西方社会政治学科方法

分析《管子》的法治思想、经济思想、货币理论和税收

政策，“而时以东西学说疏通证明之，使学者得融会之

意”。［３］例言事实上，自晚清以来，中国的志士仁人在如

何对待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这一问题上，都有过深刻

甚至痛苦的思考，以至于五四时期爆发了激烈的东西

文化之争。但是，绝大多数中国士人在一味崇尚西方

文化后，都回过头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救国之

道，经历了一个正如章开沅先生所指出的“从离异开

始，以回归终结；离异之中经常有回归，回归之中继续

有离异”的动态过程。［２５］显然，融合中西先进文化不

啻是一剂发展中国文化、西方文化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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